
梵音入墨，昙花照海
———晚明文人屠隆笔下的普陀山书写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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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传统的社会、道

德及文化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文人士大夫

普遍出现信仰危机。于是，在佛老盛行的风

气与地理位置的优势之下，晚年仕途失意的

屠隆将目光投向普陀山这座海上佛国几乎

是历史必然，但他与普陀山之间的文化却是

双向的。一方面，这样一座海上佛国给予了

他精神上的慰藉与创作上的灵感，另一方

面，屠隆的普陀山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系统

构建起了晚明时期的普陀文化，起到了一定

的传颂作用，推动普陀山由一个神秘的地理

坐标，逐渐变为永恒的文化符号。从这一角

度来看，屠隆在山志撰写与诗文创作中所体

现的普陀山书写，绝非单纯的信仰表达，而

是浙东晚明文人参与舟山地方文化建设的

典型缩影。

屠隆所编《补陀洛迦山志》是在盛熙明

《补陀洛迦山传》基础上编撰的第二部普陀

山山志，与盛熙明的版本相比，屠隆最大的

贡献是其在普陀山诗作文化整理方面的贡

献。仔细对照两版的异同可以发现，屠隆在

正文部分并没有改动过多，反而是大大扩

充了后面的“艺文”部分。他将《补陀洛迦山

志》中的“艺文卷”分为“记（传、疏、序）”“赞

（铭、颂、偈）”和“赋（诗、志序）”三卷，系统

地整理了晚明及之前历代文人有关普陀山

的文学创作，从八大文体上大大扩充了普

陀诗文的数量，其收录篇幅之大占了总体

山志的一大半，使得整本《补陀洛迦山志》

较之前一版更具文学性，更有利于普陀山

这一文化符号的形成。且“艺文”部分不乏

屠隆自己的创作，值得一提的，便是他在编

撰山志时代陆光祖、冯梦祯等浙东文人所

作的十余首《补陀洛伽山诗》。在这些诗作

中，屠隆以“誰騎香象來，明月弄空水”等妙

句，将普陀山纳入浙东文人的审美共同体，

鼓励友人前来感悟普陀之美；其观潮题刻

“潮来山吼，雲起天低”，将舟山独有的海洋

景观升华为“六合内外，浩无端倪”的宇宙

哲思，供一众文人鉴赏其妙。与他深交的许

多浙东文人后来都曾前往普陀山礼佛并进

行诗文创作 ,如嘉兴文人冯梦祯曾写诗《游

补陀山》记录自己的礼佛之旅；又如同是鄞

县文人的沈一贯在万历十八年撰 《印法华

经序》送至普陀宝陀寺，并撰《礼洛迦山》四

首，这些诗作至今仍收录于《普陀山诗词全

集》中。这些文人创作实践，既依托于佛教

的普世性话语，又深深扎根于屠隆等山志

编撰者所整理而成的普陀山海地理与人文

网络。从这一角度来看，屠隆与侯继高等地

方官绅的协作，揭示出地方文人如何通过

官绅的搭桥，将个人信仰嵌入地方文化建

设———修志不仅是宗教活动，更是一场富有

地方特色的普陀文化建设工程。

今日重探这段历史，其意义远超个体与

地域的偶合。屠隆笔下的普陀山书写，恰是

普陀山文化进程的微观样本：梵音因墨色而

具象，山海借昙花而永恒。这种双向交融与

互促，不仅为后世更加了解普陀山奠定基

调，更在文化上将孤悬东海的普陀山由普通

地理坐标擢升为“神州三摩地”，使之成为许

多人共同的精神归处。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

昙花照海：从地理坐标到文化符号

屠隆（1543—1605），字长卿，又字纬真，

号赤水，晚号“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今宁波）

人。屠氏为甬上望族，屠隆虽为旁支寒门之幼

子，也得以附族塾读书。他勤勉刻苦，少有才

名，明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历任颍上、青

浦知县，皆有政声，后迁礼部主事，历郎中。万

历十二年（1584）遭陷被劾，遂归鄞县乡里，从

此流连诗酒，酬唱集社。作为晚明“末五子”之

一，他兼工诗文、戏剧，著作等身，文学思想主

张性灵，在宗教上倡导三教合一，尤以佛教为

尊。他晚年曾多次来到普陀山礼佛，为普陀山

写过许多诗文，并开创“普陀十二景目”。他所

编撰的《补陀洛迦山志》，是普陀山的第二本山

志。通过考辨屠隆晚年期间的游踪行程与相关

文学活动，我们可以看出普陀佛教文化对这位

晚明名士思想、创作上的影响，亦可考据其在

当时普陀文化的传播与提倡中所作出的贡献。

明代中后期，正值晚明世风变异之际，各

阶层普遍兴起佛老之风。谢肇淛在《五杂俎》

中，对当时佛教之流行作了如下描述：“今之

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雷舍，唪诵

呪咀，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

子，每读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这股佛

教兴盛之风自然对当时晚明士大夫的创作

产生了影响，一时之间，礼佛撰经成为文人

风尚，以屠隆、冯梦祯为中心的浙东文人圈

亦是如此，相关诗文创作呈现出繁荣趋势。

如《屠隆年谱1543~1605》（以下简称《年谱》）
记载：“万历十四年八月十六，（屠）赴西湖净

慈寺西泠社集，卓明卿、徐桂为社集主人。王

世贞、汪道昆等十九人至。是夜雨，（屠）与潘

之恒等人于净慈寺禅房内分韵赋诗。”此次

集会是屠隆被劾归鄞后参与的众多宗教性

集会之一，光《卓光禄集》中所收录的众人诗

作便有十余首，大多具有浓厚的禅宗色彩，

可见当时文人对佛教禅意的追捧之热。

自万历十二年被劾归鄞后，屠隆多次参

加该类集会，并开始广泛结交僧侣，颇有将仕

途不顺诉诸禅佛之意。西泠结社同年，《年谱》

亦记载“长干寺僧钦义游普陀，往谒长卿，为

作《三山游记》”，屠隆《白榆集》卷五在提到所

作《为义公三山游记》中这样写道“万历丙戌

春，义公东渡罗刹，走会稽，迄今东航海，抵普

陀，泛海朝观音大士”，这是《年谱》中首次出

现“普陀”字眼，可以看出屠隆对普陀观音的

敬仰和对僧侣友人的敬重。此番拜访算是屠

隆与普陀的首次结缘，但当时他只是听友人

畅谈普陀之妙，自己并未深入踏足，且当时屠

隆的文学创作多是浅谈禅趣，如《逍遥子赋》，

并未有专门的作品深入探讨佛法。

直到万历十七年，据舟山市《普陀县志》

（现藏于舟山档案馆）记载“万历十七年，屠

隆游普陀山，作《补陀洛迦山志》，厘定补陀

十二景目”，这是被写进当地县志中的大事，

笔者考据屠隆相关创作轨迹，发现撰写山志

一事实则在万历十六年便已开始。《年谱》有

云“万历十六年，宁波卫总兵官侯继高修《补

陀山志》，命长卿为篆者”，《栖真馆集》卷十

九亦云“……侯将军属某修《补陀洛迦山

志》”，由此可知，该山志的修撰工作是时任

总兵官的侯继高发起的邀约。此次修撰可深

究普陀之渊源，是一次难得的佛学创作，故

屠隆十分重视该邀约，《年谱》中记载他不仅

“去信陆光祖、冯梦祯，告以修《补陀山志》

事，请共襄其事”，更是在与冯梦祯的信件中

直抒其对此的重视程度，称“侯开府属不佞

校定《补陀志》……不宜草草，恨不得善识为

之秉笔……自知浅薄点涴，方家倘有鸿章，

可速寄来，以入剖刻”，各友人纷纷托信以表

认同与鼓励，并属屠隆在山志中为自己代写

诗作。于是，万历十六年，屠隆开始受命编撰

山志，他一边整合御赐文献、山海图绘与历

代诗文，系统地构建起最初版本的普陀山宗

教与地理叙事，一边在兴起之时亲自泼墨书

写有关普陀圣境的诗作，据《栖真馆集》和

《白榆集》所收录情况来看，光为友人代做的

诗作便有涉及卷四至卷八共计十余首，在

《栖真馆集》卷八中更有本人所作《补陀洛迦

山》诗八首，诗其一云“神州别有三摩地，况

与蓬莱只尺通”，他称赞普陀为“神州三摩

地”，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普陀圣境的敬仰

以及自己能为蓬莱仙岛（舟山普陀）执笔泼

墨的荣幸。这些诗作后续都收录进第二年春

所成的《补陀洛迦山志》中，成为普陀诗作文

化的一部分。

在修撰山志之后，屠隆与普陀山的联系

并未就此中断，反而愈加紧密。其一，是之后

《年谱》中依然记有多次屠隆与普陀相关的

记录，如万历十七年，也就是山志完成后的

那年冬天，“友人傅光宅至普陀礼佛，于旅途

做诗赠之，至嘉兴相见，时正病中”，屠隆因

病错过从普陀礼佛归来的友人拜访，在惋惜

之余写诗劝慰自己“可知身有维摩疾，证得

文殊不二心”（《栖真馆集》卷八），以此表达

自己对佛教信仰的铮铮诚心；其二，在屠隆

的晚年创作中，佛教元素的比重逐渐增大。

如他晚年作《佛法金汤》三卷以驳宋儒排佛

之言论，完全站在了佛教立场为佛法辩论，

且晚年转型戏剧后更是在戏文唱词之间流

露出浓烈的佛宗意味，其中的典型代表戏剧

便是晚明著名的仙佛剧《昙花记》。

历史缘起：屠隆与普陀山的结缘脉络

屠隆所著《鸿苞》卷三十中有一篇《补陀

山灵应传》，后续也收录进山志之中，里面有

云：“补陀洛迦山，东海观世音大士道场也。

大士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循声救苦，普渡有

缘，其详具余所修《补陀志》中……隆传之以

布告真丹，劝化愚俗。”从中可知屠隆所作山

志之目的，其一是为了布道观音大士之慈

悲，其二则是为了“劝化愚俗”。在佛教中，能

够劝化百姓、指点迷津的一般只有佛祖、观

音抑或是各路苦修僧侣，而屠隆身为一介文

人，也将自己的职责定于“劝化愚俗”，可见

其身份已黯然发生变化，他不再只是听友

人畅谈佛法之妙的“旁观者”，修撰山志一

事让他得以深入普陀以积累佛学素材，于

咫尺之距亲历佛教魅力，成为布道的真正

“参与者”。修撰山志所带来的身份转变是屠

隆晚年佛教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那

之后，他的佛教活动更为丰富，作品也更具

宗教性，开始将佛教由个人信仰转变为文学

创作的一部分，尤其是他晚年所作的戏曲作

品，如他后期戏剧的代表作《昙花记》，其戏

文唱词与情节发展尽显仙佛之妙，深入挖掘

可得不少普陀之影。

《昙花记》是屠隆晚年倾注极大心血创作

的一部传奇剧，也是明中后期最有名的仙佛

剧之一。剧述主人公唐代木清泰一日携妻妾

侍女于郊外赏花春游，忽遇一个醉酒僧人和

一个疯魔道人（西天祖师宾头卢与蓬莱仙客

山玄卿所扮），他们一番看破红尘的点化，使

木清泰顿然醒悟，第二天便辞荣割爱，穿上

道衣，辞别家小，跟随一僧一道云游方外，访

道寻佛。辞家之际，木清泰于阶下手植昙花，

并言：“他日成道，昙花开现。”木清泰离去

后，其妻卫氏与贾、郭二姬也入静室修行。木

清泰随僧道云游十年，遍历各种境界和磨

难，历地狱、登天界、游仙都，最后到达西方

佛国，受嚼破虚空的当头棒喝，终于花开立

悟，修成正果，皈依佛门。此时木府庭下昙花

果然开放，木清泰终于道成归来，点化了妻

妾，举家飞升。乡里父老大受感悟，亦齐心而

向佛国天堂。从故事主旨上来看，屠隆对戏

曲的教化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昙花记》即

“以戏文为佛事”。屠隆尝自序此剧曰：“世人

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彻……而易以

仙佛善恶，因果报应之说投其所好，则众所

必往也。以传奇语阐佛理，理奥词显，则听者

解也。”《凡例》亦云：“此记广谭三教，极陈因

果，专为劝化世人，不止供耳目娱玩。”可见，

《昙花记》的写作目的与《补陀洛迦山志》有

着主旨上的共通性，其目的都是为了“渡世

劝化”———《昙花记》主角木清泰“闻声救难”

的修行历程，暗合普陀观音大士“寻声救苦”

的核心信仰，都具有明显的慈悲性。不同的

是，《山志》是以整理普陀山历代客观史料的

方式劝化愚俗，而《昙花记》则有着屠隆明显

的个人创作主观性，是将个人遭遇与佛学思

想相结合的文学创作，作者晚年仕途的失意

与剧中主角的出世选择形成情感共鸣，其虽

以传奇这一通俗文学为壳，内核却仍是佛教

中“因果循环”，目的依然是为了“劝化世

人”，正如主角木清泰最后携得妻妾与乡亲

得道飞升，屠隆正是想借戏剧实现如普陀观

音大士般慈悲的渡世理想。

除主旨之外，普陀的诸多典型景目也在

此剧中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诗意转化。在《昙

花记》戏文中，屠隆用大量笔墨借主角木清泰

与西天祖师宾头卢之口来描绘剧中的仙都佛

国与西方净土，其唱词之景与意象的选择与

屠隆所开创的“普陀十二景目”有异曲同工之

妙。此十二景目是屠隆在完成山志撰写后所

写的有关普陀风物的十二首诗，共包括《梅湾

春晓》《古洞潮音》《千步金沙》等十二处典型

的普陀之景，是对普陀山精华景点的集中式

描述与赞美，也是从明到清普陀山“十二景

目”系列诗的创始之作，而在《昙花记》中我们

依然可以找到相似的意境渲染。如第五十回

《西游净土》中，宾头卢带领主角游西方净土，

上来便唱说其绝妙光景：“【六犯宫词】〔梁州

序〕岧峣画阁，玲珑绣户，何限金沙铺路。交光

涉入，罘罳帝网明珠。〔桂枝香〕祗树千行直，

莲花九品舒。〔甘州歌〕疏枝亚，碧蘂敷，庄严

眞不数天都。〔傍妆台〕堪羡八功德水涵金镜，

又有七宝池波湛玉壶。〔皂罗袍〕巍巍窣堵，神

飙自扶，香台处处红云护。〔黄莺儿〕嵌珊瑚。

砗磲玛瑙。光射月轮孤。”梁州序中的“金沙铺

路”与十二景之一《千步金沙》中的“黄如金屑

软如台”相呼应，作者所勾勒的都是海上佛国

中金沙熠熠的神圣景象；甘州歌与《梅湾春

晓》都以“疏枝”“碧蕊”渲染佛都虚空清冷的

意境；桂枝香中的“莲花九品舒”与黄莺儿中

的“嵌珊瑚”等意境与《莲洋午渡》中的“波上

芙蕖”与《茶山夙雾》中的“几树珊瑚”遥相呼

应……又如在该回目中屠隆在描绘净土中的

“西方三圣”时写道“你听潮音钟磬声能发，佛

号频伽鸟自呼”，他在唱腔上以弋阳腔展现

“西方三圣”的逼人气势，又以“潮音钟磬之

音”营造其神圣壮观之感，这显然是“十二景

目”中《古洞潮音》与《磐陀晓日》两处景目的

意境叠加,从视听双角度展现佛教“三圣”的

肃穆与神圣。整体来看，传世之作《昙花记》中

由层层意象渲染而成的“昙花开处渡慈航”的

佛国幻境，与普陀山的“金莲花开映瑛罗”的

禅宗景目遥相呼应，揭示了屠隆化普陀风物

入墨的灵感路径。

梵音入墨：从个人信仰到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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